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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讓有效的溝通來減緩衝突的發生，本研究根植於「非正式溝通」，檢

視認知差異衍生的衝突對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所產生之關聯是否受到非正式溝

通所影響，亦探討認知衝突是否透過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的中介歷程，進而影響

工作績效。研究樣本以政府行政機關所屬部門之直線主管與部屬，採用雙重資料

來源之對偶問卷方式，總計回收123組有效配對問卷。研究發現：「非正式溝通」

對認知衝突與LMX間之關係具有顯著調節效果；此外LMX分別對認知衝突與任

務績效、以及對工作滿意皆具中介效果；亦即LMX對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具正向

影響。據此，建議主管與部屬之間可在正式溝通外，透過閒聊、聚會及餐敘等多

元非正式溝通進行意見交換、維繫情感及達成共識，營造最佳的溝通策略，縮短

與部屬之距離，進而化減衝突及提升工作績效，建構優質的團隊。 

關鍵字：非正式溝通、認知衝突、主管與部屬交換、任務績效、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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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人類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攸關組織溝通成效之良窳，任何形式的溝通係以維繫

組織團隊氛圍、緩和降低衝突的管道，良好的溝通技巧是影響組織推動的關鍵，

同時可獲取有效的因應對策，化「危機」為「轉機」。有效的組織溝通有利於訊

息在機關內部的充分流動和共享，可以提升成員間的工作效率，增強組織的決策；

若資訊的傳達管道不足或受到干擾而造成訊息扭曲時，則主管與部屬的關係生變，

政策執行及推動可能會受阻或無法達成，發展有效的溝通是改善組織衝突的必備

條件，部屬對工作的不滿，從衝突的結果和影響來看，組織內部需提供暢通的溝

通管道自由表達，才能產生正面的效果。 

在Maruping and Agarwal(2004)的研究中發現，溝通媒介的使用與衝突處理結

果有明顯關聯，組織內部衝突可透過使用大量的溝通媒介，提供成員分享非語言

和高度情緒表達的溝通內容，促進積極的討論。但大部分組織溝通的研究皆以正

式溝通為焦點，而輕忽了「非正式溝通」的效能，近期部分學者認為越來越多溝

通訊息之傳遞，可透過不同管道輔助正式溝通的不足，組織中非正式溝通方式概

念複雜難以界定，諸如傳聞、八卦、閒聊、聚會、餐敘及協調等包羅萬象，且現

今資訊傳播科技的發逹，人們同時也採用新型溝通科技滿足維持其關係 (Nardi, 

Schiano, & Gumbrecht, 2004)，透過電子媒體進行溝通的管道，以上的非正式溝通

途徑不僅是存在組織最普遍的溝通形式，同時提供許多正向的功能，包括能夠以

更快速的方式傳遞訊息，也能夠測試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管理新政策或措施的反應；

亦能增強組織的團結和凝聚力，甚至能提升部屬績效及滿意度。 

主管與部屬在諸多事項上不一定持有共同的觀點，導致彼此常產生認知上的

差異(Graen et al., 1982)。兩者在互動時的感受、行為及認知皆會影響到部屬的工

作績效(Liden & Graen, 1980)。認知差異的不同進而衍生對立及衝突的情事發生，

足以影響部屬在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影響程度，根據組織支持理論，當部屬認

知組織有高度支持時，會引發員工想幫助組織實現目標的責任感(Eisenberger, 

Armeli, Rexwinkel, Lynch, & Rhoades, 2001)，對不同溝通模式的認知感受程度、

員工溝通滿足及組織承諾均有達到部份顯著相關，可得知在認知感受到對溝通滿

足的程度越高，則其組織承諾程度也越高，兩者呈現正相關（蔡淑敏，2001）。

另外，探討以認知差異生成的衝突影響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相關文獻，將非正

式溝通列為調節變項的文獻相當有限，故在衝突歷程以非正式溝通的方式往往影

響衝突是否可以順利解決的重要關鍵，如何在衝突對立產生的情境下，透過「非

正式溝通」與雙方的回饋，調節並降低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所衍生的認知差異，

藉由以提升部屬績效及工作滿意度。 

組織的溝通運作要靈活順利，必需多方建置溝通管道，訴諸理性溝通與訊息

公開，傳達理解的觀念及態度，有效且重視成員之間的互動才能提升組織的效能，

更致力於拉進主管與部屬間的距離及縮短彼此認知差異，讓關係更良好，才能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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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部屬對機關運作的參與及投入，創造主部關係的提升，以因應劇烈變遷的時代。 

 

貳、文獻回顧 

一、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 

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是於1975年由

Graen and Uhl-Bien率先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將過去評估主管與部屬行為所用的平

均值所衡量的均值領導取向，另外以主管與部屬之間的縱向對偶關係取向研究與

改進所提出，並以「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和「角色理論」

（Role Theory）為基礎，在早期發展階段，係以領導者與部屬一對一關係的發展

歷程，認為領導者的領導方式會隨著與部屬之間的關係，產生明顯不同的變化和

差異，亦即，主管較不會以同樣的領導方式與每一位部屬互動，認為高品質的

LMX關係不但有助於提高員工績效及效能(Liden, Wayne, & Stilwell, 1993)，也能

增加員工整體的工作滿意度(Graen, Novak, & Sommerkamp, 1982)。 

組織中存著各式各樣潛在的交換關係，全體員工所擁有的交換關係包含與直

屬主管交換關係及組織間的交換關係兩種層面(Rousseau, 1998; Masterson et al., 

2000)，對於LMX研究觀察到的共通現象，交換關係並不在獨立的系統當中運作，

主管和部屬配對的交換關係存在於組織廣泛的交換關係中(Tangirala et al., 2007)。

換言之，主管在工作團隊中與部屬及直屬的上司形成一種社會交換模型，以主管

與部屬的交換關係品質，形成了主管對部屬的情感支持、授權程度與重要任務之

託付及資源等差別待遇(Liden, Wayne, & Sparrowe, 2000)。在此互信與支持的關係

中部屬會比較有自信(asserti-veness)，也會比較主動且正面的執行工作業務(Harris, 

Andrews, & Kacmar, 2007)。  

近期文獻認為LMX的影響非全屬正面觀感 (e.g., Bolino & Turnley, 2009; 

Harris & Kacmar, 2006)，研究指出處於低品質關係的部屬，因與主管或同事的認

知差異及互動比較中，易產生挫折、歧視或相對剝奪的感受；有些部屬也會主觀

認知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而產生對組織與主管的疏離感（Bolino &Turnley, 

2009; Liden et al., 2006），因而會在LMX的建立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Bauer 

and Green(1996)認為在LMX的發展過程中，主管會依照部屬的執行力與可靠性衡

量授權的程度；被賦予權力之部屬，則會以績效的提升及優質的工作表現來回饋

主管的信賴與支持，尤其雙方的交換關係會影響主管較重視部屬的自由發表意見、

自我價值及建立溝通管道，而部屬也能認知到主管賦予權力，共同參與組織決策

制定(Keller & Dansereau, 1995; Spreitzer, 1996；Gomez & Rosen, 2001)。 

 

二、認知衝突對LMX的關聯 

衝突發生的原因多半是個人差異、情緒傳播、溝通差異、結構落差與行為歧

異等（秦英梅，2005）；主管與部屬主要的認知差異，大致可分類為態度、關係、

產出與效能等方面的差異。另就認知差異的層面加以區分，可分為表面的認知差

異：如性別、年齡與種族等；與深層的認知差異：包括態度、價值觀與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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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異(Harrison & Klein, 2007)。主管與部屬之間的「認知距離」或知識不足，

導致觀念及看法無法有效的流通於兩造之間，是阻礙共同創造價值及合作目的之

主要因素；而兩者之間的「目標差距」或資訊不足的不對稱，亦是導致逆向選擇、

道德危機以及聯盟瓦解與價值無法專屬的主要因素（吳玲玲、許欽嘉、蔡清祥、

柯承恩，2010）。 

主管與部屬間的關係因受到其他變數的影響，例如部屬的特性、主管的行為

以及部屬的工作情境，對於複雜的主管與部屬間之對偶關係存在不確定因素，主

管因受限於資源和能力有限，不太可能與所有部屬均發展出高品質的交換關係

（Brass,1995; Henderson, Liden,Glibkowski, & Chaudhry, 2009; Liden et al., 2006）。

部屬為爭取個人的利益，利用向上影響策略，來達成組織的目標，影響策略包含

了相互交換、上司懇求及逢迎等方式，而向上影響的行為對LMX的影響比起員工

才能的影響甚大 (Schriesheim & Hinkins，1990)。 

組織間的衝突，乃為個人或組織因目標、認知、情緒和行為等不同因素，所

產生矛盾對立與互動的歷程；在自我意見表達及爭取權益的過程中，因缺乏有效

的溝通會出現衝突的現象（顏駿翔，2012）；員工若致力於完成組織的目標或承

諾，可以降低在特定任務上的目標衝突或認知差距，由於組織內部間的角色不同，

立場和認知差異的衝突會不斷發生(Oxoby,2003)；主管與部屬深層的認知差異，

將導致凝聚力降低、不信任與產生衝突等負面影響，同時也較不願瞭解認知差異

對象的想法與價值觀 (Byrne,1971)，將更增加了發生衝突發生的起因。

Nooteboom(2000,2004)與Grandori(2001)指出，主管與部屬間之所以無法有效地理

解、學習與交換知識，主要導源於雙方所存在的「認知差距」（cognitive distance)

或「認知失靈」(cognitive failure)。主管與部屬的價值觀差距愈大時，部屬對機關

的滿足感、利他行為、承諾感及順從行為就愈低，對工作績效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故有認知上的差異(鄭伯壎，1990)；在主管與部屬的溝通程度，先前研究也證實

主管較注意和自己認知相似的對象，進而發展出更佳的互動關係(Liden et al.,1993; 

Schaubroeck & Lam, 2002)，也較不易發生衝突(Turban,Doughety, & Lee, 2002)；

反之，與認知差異較大者，則較容易發生衝突(Jehn & Mannix,2001; Mohammed & 

Angell,2004)。 

傳統觀點大致認為，衝突對組織是有害的，包括機能失調、破壞組織及暴力

等不利的影響，且儘量會避免衝突，另一觀點強調，管理者應鼓勵適度的衝突，

可使組織保持強大生命力，且不斷革新，主張適度的衝突有利組織，並可提高組

織效能；但過於激烈的衝突，將損害組織效能(Robbins & Coulter, 2002)。衝突的

水準有高低之分，無論那種狀況，過於極端會妨礙績效的表現，阻礙團體或組織

的效能，致使團隊成員滿足感降低、增加離職率與曠職率，進而導致工作績效下

降。（許振明、鄭志富，2013）。本研究假設推論如下： 

H1：認知衝突對LMX具負向影響。 

 

三、LMX對任務績效與工作滿意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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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與部屬交換理論，主要探討以主管與部屬的雙邊成對關係，顯示影響員

工工作態度與績效的一種環境因子(Jung & Takeuchi, 2014)，以資源交換的品質為

研究的主要重點，是成對互惠過程的結果（Lagaceet al., 1993；熊欣華、陳欽洲，

2012）。管理者必須清楚定義績效，以紀錄目標達成的狀況與評估部屬或群體的

效能，明白組織的期許以完成組織目標(Cascio,2006)。 

工作績效是員工在工作中的表現，以完成組織所期望、規範或正式化的角色

需求時所表現的行為，或為員工對職務上各項工作目標所達成的程度(Reddin，

1970)，Borman and Motowidlo (1993)將工作績效分為任務績效與脈絡績效，認為

任務績效是機關成員完成組織期望規定或正式角色需求所表現之行為，包含組織

所期望或指定的任務，其判斷的準則在於是否合乎個人正式角色的要求，因此任

務績效類似角色內行為；直接影響組織的技術核心效能，亦即將原始資源轉換為

產品的歷程，故任務績效包含三大元素：首先能否瞭解職責要求甚麼；再者能否

做好職責要求的事物；以及能否有意願做好職責要求的事物(余德成，1996)，當

員工認知或感受到主管友善的對待，將產生正向的回饋心理，此回饋的心理，能

提升員工的任務績效(Eisenberger et al.,1990)。 

工作滿足度是以員工在心理、生理上、工作本身和工作環境的滿足感，也就

是工作者對工作場域的直接主觀反應(Cheng, 2012)，Colquitt, LePine and Wesson 

(2009) 的研究發現有高工作滿意的員工，於執行任務時，會經驗到正向的感情，

而低工作滿意度的員工，卻是經驗到負向的情感，且工作滿意會顯著影響工作的

績效、離職率及員工關係等；在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品質對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是

有正向的影響關係，高品質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可以使高工作滿意的員工會經

驗到正向的感情，在獲得主管的肯定情形下，可增加個人的意願並提高工作滿意

(蔡書妮，2005)。 

LMX與部屬績效之間的關係，大都證實具有正向關係（e.g.,Dansereau et al., 

1975; Deluga & Perry, 1994; Dockery & Steiner,1990），Scandura(1999)提出LMX與

工作滿意度、生產力之間有正相關，並與員工的流動率及抱怨等有負相關；另證

實LMX與工作績效、組織承諾及組織公民行為呈正相關；同時表示高關係品質交

換下，可強化部屬工作績效；熊欣華與陳欽洲(2012)早期對LMX影響的文獻中，

均持相當正面的看法，認為高品質的LMX關係有助於提高員工績效，同時可以增

加員工的整體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諾。主管和部屬之間的交換關係，會影響部屬

對於工作角色的感知，因而影響對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另亦有研究顯示領導部

屬交換的關係也會正向影響員工的工作績效(劉彥甫，2013)。主管與部屬交換關

係與工作績效有正向關聯；良好的任務能力情形使得工作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

而LMX關係品質和員工的授權賦能認知呈現正相關；品質越高，則員工越覺得工

作具有意義 (黃亞昌，2012)。故在非結構性工作上，LMX品質與部屬的工作績效

是呈現正相關；又部屬授權賦能認知具有LMX與部屬工作績效的中介效果(石晁

驊、劉碧琴、湯大緯，2009)，本研究推論如下： 

H2：LMX對任務績效具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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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LMX對工作滿意具正向影響。 

 

四、LMX對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關聯 

從美國管理學會(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研究發現中高階的主管

平均需花費20% 時間來處理組織內所發生的衝突（吳永佳，2011）；衝突係因缺

乏溝通管道、尋求權力及管理型態的不滿意、主管軟弱的領導、不公開與管理改

變而發生(Wertheim, 1994)，衝突的無效管理，可能使組織成員處於敵對的狀態，

相互間的敵意與攻擊不斷升高，加速了彼此工作挫折感的產生，日漸惡化的組織

顯然在主管與部屬兩者之間具有相當大的落差，成員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雙方

溝通更形困難，團隊士氣與工作效能必然受到打擊（吳金香，2002）。 

組織要生存，就必須兼顧效能和效率，故組織效能是組織達成目標的程度

(Barnard, 1964）。而績效是衡量組織目標達成的程度，將已經發生的事實為基礎，

以資源投入組織而產出為衡量的對象，是研究組織行為重要的根據，可以衡量工

作者的工作成果和行為表現。工作的成果表現跟組織的策略目標、顧客滿意及經

濟貢獻，都有強力的連結(襲榮津，2001），Robbins (2003)認為評量工作績效是組

織以系統化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評核員工在工作上的表現，含衡量員工的工作行為、

工作成果和員工特質，來決定員工的工作績效，宏觀的定義工作績效可以說是一

個涵蓋工作成果及達成工作任務的行為與特質，當部屬具有好的工作績效，才可

以展現較好的工作行為(Walker & LaRocco, 2002)  

主管和組織交換關係與部屬交換關係是互相牽連的，具有高度知覺組織支持

的主管擁有較多的資源可以交換給部屬，另主管本身所知覺之組織支持強化了與

部屬間LMX及部屬工作滿意之關連性，且發現只有當主管感受到高度知覺組織

支持時，和部屬間LMX及部屬績效才具有關連性(Erdogan & Enders, 2007)。Bhal 

and Ansari(1996)發現主管與部屬的交換關係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組織承諾及部

門效率等有正向的關係；熊欣華與陳欽洲(2012)亦認為LMX品質對工作考績具有

直接和正向的影響效果，對工作壓力和工作不滿意具有直接且負向的影響效果；

工作滿意對部屬間的衝突與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工作滿意對部屬間的

衝突與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依照Hersey and Blanchard 領導生命週期的模型，主管授權或指示與否，須

取決於部屬的成熟度。因此，領導者若面臨能力強、操守好的部屬，授權程度較

高時，部屬將獲得最大的工作滿足，其組織的目標將有效的進行，進而產生組織

的效能。主管對於組織的貢獻與影響程度均較部屬重要，相對的與部屬間的關係，

如未能妥善處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更為嚴重，所以組織應提供適當的多元訓

練，將能有效協助其衝突的降低與處理的能力。主管領導方式和部屬之潛在矛盾

與對立影響，主管不論選擇那一種管理方式均可能遇到困難與問題，過去LMX研

究已發現高品質的LMX對主管、部屬或工作團隊皆具有正向影響 (Graen & Uhl-

Bien, 1995)，但在某些情況下，有些正向關係的影響可能會被差別對待所抵消

(Henderson et al., 2009)。因此主管與部屬在不同認知情境下，可能會產生認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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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進而影響人際關係上的衝突，造成人員互動關係的低落及工作績效的不張。

胡偉琦(2007)、周明仁(2012)研究發現主管-部屬間衝突對於部屬滿意度有負向影

響；衝突所產生的影響，藉由衝突為中介變數下發現，當主管與部屬在高品質的

關係下進行的溝通行為時，衝突的發生情況較小，當衝突程度稍緩後或減少時，

組織效能相對提高。 

主管與部屬間衝突所造成的影響，經研究驗證衝突與部屬滿意度有顯著的負

向影響；衝突發生的愈頻繁，則部屬的工作滿意度就愈降低（周明仁，2012）。

不同的衝突種類對工作績效所造成的影響，在任務衝突會對創造力和工作績效皆

有顯著正面影響；關係衝突會對工作績效有顯著負面影響（詹玉湘，2008）。

Robbins and Coulter ( 2002) 以及Smith and Piele (2006) 更認為衝突是組織運作必

然的現象，管理者首要工作在管理與化解衝突，但衝突並非不好，如何將衝突充

分的展現，且避免因衝突的發生所帶來負面影響，實為管理者重要的課題；運用

衝突管理策略，影響部屬的工作績效，當部屬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決、處理衝突

時，將會使員工的工作績效提高(Tjosvold & Law, 2001)。衝突之影響從負面觀點

認為應積極避免發生，漸次演進到衝突具有正面效應，認為衝突亦可主動發掘組

織所具有的潛在問題，增進組織及成員工作績效，故衝突無可避免，除承認衝突

之存在，甚至相當程度應鼓勵衝突，以活化組織動能鼓舞員工士氣。本研究推論

如下： 

H4-1：LMX對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具中介效果。 

H4-2：LMX對認知衝突與工作滿意具中介效果。 

 

五、非正式溝通對認知衝突與LMX的關聯 

溝通的最大功能是促進個人在團體中的成長，主管與部屬的不和諧關係，常

因溝通不足所引起，彼此關係品質低，相對主管與部屬溝通頻率低，部屬較不順

服（吳清山，2004）。一般而言，組織中有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行為，垂直式的

溝通是指上級主管與部屬間的互動溝通，多半為正式溝通；而水平式的溝通是指

與同事和部門之間的工作伙伴相互溝通協調，則傾向為非正式的溝通(Farace, 

Monge, & Russell,1977)，小道溝通則幾乎皆為非正式的私下傳遞訊息。非正式的

溝通是與部屬分享訊息，與部屬共同參與決策過程(Mohr, Fisher, & Nevin, 1996)，

也是人們基於社會關係及跨組織層級，無需顧慮權力路線及組織結構，亦可滿足

部屬在正式組織中所無法達成的目標，因而引起非正式溝通的成長，彌補了正式

溝通的不足。 

當今企業裁員計畫未如預期，發現最常被忽略的是組織裁撤員工最先進行

的是謠言及傳聞的管道，員工以非正式溝通管道獲取相對訊息，進而促進與裁撤

員工一連串的溝通(Schmitt, A., de Lausanne, É , H., & Michelson, G. ,2015)。另外在

多團隊系統 (Multiteam systems; MTS)治理是完成組織實體目標的過程，早期較

集中在正式的治理結構，但部份仍透過非正式溝通的協調和規劃完成任務，因此

研究指出透過生成和非正式的治理，採取多重管道擴大與團隊系統治理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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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組織的目標(Tjemkes, van der Kamp, & Zaccaro, 2015)。 

當組織規模日益擴張時，存在於團體或個人間的複雜關係，此等關係之增加，

必阻礙組織中的正式溝通，因此傳聞、八卦等行徑則由非正式溝通管道應運而生，

且迅速建立消息的傳播網，傳遞的速度又比正式的管道來得迅速，隨著網際網路

新的傳遞媒介出現，傳聞也出現在電子郵件、布告欄及即時通訊中，使得傳聞的

散佈不受空間距離所侷限，更迅速的傳播（黃煥榮，2007）。組織溝通有近七成

是屬於非正式溝通的範疇，以其做為溝通的來源，較遠超過於其他的工具

（Crampton, Hodge, & Mishra,1998）溝通內容並非指實際傳達的訊息內容，而是

企圖影響他人行動時所使用溝通的直接程度。李怡慧與Lee (2015)研究採用論述

分析方法(discourse analysis)，深入解析組織成員在電子溝通平台上的語言與行為

表達，特別是發生意見衝突或對立時，應如何表達不同的立場與不滿的情緒、及

如何化解雙方的歧見和妥善管理衝突。 

非直接的溝通是與部屬分享資訊，和部屬一起參與決策過程(Mohr, Fisher, & 

Nevin, 1996)，在非正式形式的溝通上，它傳遞資訊的能力較高，能同時處理多重

的線索，取得立即的回饋，因此較能因應突發的狀況，且能適當安排工作的調派。

倘溝通內容採用非直接的溝通管道，部屬若能與主管分享工作相關資訊，一起參

與決策的過程，就此可增加對工作內容的確定性；主管亦可採取直接的溝通，強

制命令部屬工作的方向或方法，明確的指示要做什麼、何時執行、如何執行等。 

然而，能參與決策過程的員工，角色模糊程度較低，通常採用非直接溝通的

主管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來提供員工大量的資訊，並使他們參與決策過程，有些

主管會以非正式溝通的管道，做為測試政策執行及推動的風向球，藉以先瞭解組

織內部及成員的反應，並做為修正及執行政策的參考；同時補強正式溝通管道在

傳輸速度、溝通寬度與深度之不足。 

郭建志(2007)研究從主管與部屬間的相似性，提出主管與哪些部屬會有比較

良好的溝通互動，研究發現，部屬知覺主管整體的相似性對於部分的溝通行為有

正向的影響效果；主管可以透過職權給予部屬較有利的結果，部屬意識到與主管

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或知覺到較多正向領導行為時，部屬往往會採取較為正向的

法則與主管互動(Yukl, 2006)。Levy and Hall(2006)提出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對部

屬績效反應的觀點，LMX主要是在透過交換關係激發部屬態度與改變部屬行為，

另透過交換關係激發部屬溝通、協調其角色期望和價值觀，有效地影響部屬績效

的行為，而組織意見溝通對組織意見衝突管理有正面的影響效果，要增進溝通的

頻率及製造機會，溝通頻率對感受對方的可信，具有正向的影響組織可以運用透

過非正式溝通管道進行知識的移轉(knowledge transfer) (陳效淳，2012)；就溝通行

為實務面，權力的距離增加或是情感距離的降低，主管與部屬之間的溝通次數就

會愈多；故主管與部屬雙方若能善用其權力距離與情感距離，則能有效地運用溝

通，增進彼此互動關係的品質，也表示衝突管理策略在主管與部屬的衝突與部屬

滿意度間有顯著的調節效果(王威程，2007)。本研究推論如下： 

H5：非正式溝通對認知衝突與LMX具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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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以認知衝突為自變項；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為依變項；主管與部屬交

換關係為中介變項；以非正式溝通為調節變項，各變項間架構如圖1表示。 

 

圖1、研究架構 

二、變項操作與衡量 

本研究各量表測量方式皆採李克特五點量尺的設計，計分的方式從「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給予1到5分，各操作量表陳述如下： 

(一)、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量表：參照Graen and Uhl-Bien,(1995)之觀點，以主管

與部屬交換關係為基礎的獨特社會交換行為，共計7個題項。 

(二)、認知衝突量表：不相似性認知評估採用 Bennett, Sherry and Michelle (2011)

所發展的量表，共計5題。 

(三)、任務績效量表：問卷內容參考Farh, Dobbins, and Cheng(1991)所發展的任務

績效量表翻修而成，共計4題。 

(四)、工作滿意量表：本量表主要係參考Price and Mueller(1986)問卷翻譯而成，

共計6題。 

(五)、非正式溝通量表：本量表參考 Down and Hazen(1977)編製之「溝通滿意問

卷」(The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CSQ)所翻修，共計5題。 

本問卷設計分為主管問卷及部屬問卷測量： 

(一)、主管問卷：第一份為包含「基本資料」、自變項「認知衝突量表」及調節變

項「非正式溝通量表」的題項；第二份包含依變項「任務績效量表」及中介變項

「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量表」的題項。 

(二)、部屬問卷：第一份包含「基本資料」、自變項「認知衝突量表」及調節變項

「非正式溝通量表」的題項。第二份包含依變項「工作滿意量表」及中介變項「主

管與部屬交換關係量表」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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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本資料蒐集 

本研究施測採用問卷調查法，資料收集自政府機關內各單位之主管及部屬填

答問卷，每套問卷包含主管問卷與部屬問卷，須由主管與部屬個別完成並回收配

對整理後，才算完成一份完整問卷。問卷發放與回收係透過職場工作之長官及同

事協助，資料的蒐集以跨機關內部門或單位之直屬主管搭配部屬的對偶方式，進

行成套蒐集，共發出主管及部屬問卷各150份共計300位主管與部屬填答，剔除無

效問卷(包含空白、缺答過多、嚴重漏達及無法有效配對者)，得到有效對偶資料

123對，有效回收率為82%。 

受測者之背景，包括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共事時間、單

位員工人數等，受測樣本屬性如下： 

(一)、主管資料：男性83人(67.5%)，女性40位(32.5%)；婚姻狀況：已婚者較多，

共103位(83.7%)；教育程度：專科大學者居多，共82位(66.7%)，碩士以上次之，

高中(職)最少。 

(二)、部屬資料：女性最多，共65人(52.8%)，男性(47.2%)；婚姻狀況：已婚者較

多，共77位(62.6%)；共事時間：5年以下居多，共96位(78%)；工作年資：10年以

下年最多，共66位(53.7%)，11-20年次之，21年以上最少；教育程度：專科大學

者居多，共92位(74.8%，高中(職)次之，碩士以下較少。 

(三)、主管與部屬共事時間：5年以下居多，共96位(78%)；單位員工人數：6-15

人最多，16人以上次之，5人以下最少。 

(四)、由以上資料顯示，主管以男性居多；相互共事時間大多數為5年以下，顯示

主管與部屬共事時間較短；主管的工作年資約在11年以上，部屬的工作年資短資

歷較少；單位內人數則為6-15人居多，人數尚屬易於管理範圍。 

 

四 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利用SPSS 19.0軟體及AMOS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研究統計分析。首先運

用敘述性統計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分析樣本平均數、標

準差及偏態係數分析資料的集中趨勢與離散情形；信度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採用Cronbach's α值為信度指標，Nunnally (1978) 認為，研究各

構面之信度估計皆超過0.7，則表示各變項是具有可靠性的；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確認觀察變數是否能精確地衡量潛在變

數。 

本研究模式包含5個潛在變數與27個觀察變數，其中5個潛在變數分別為：認

知衝突、非正式溝通、LMX、任務績效與工作滿意等因素結構，並運用卡方差異

檢定 (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s) 找出最佳適配度；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

(Analysis of Correlation)探討預測變數與估計變數彼此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相

關性，了解其相關性及方向性，作為影響性分析的基礎；最後透過層級迴歸分析

模式來檢驗6個假設，釐清在已存在的解釋變數下，新加入的解釋變數對依變數

的解釋變異量，以檢定新變數對依變數是否為有效之解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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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發現與討論 

一、整體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以線性結構方程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測量之研究變項的收斂效度，

衡量項目為認知衝突、非正式溝通、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任務績效、工作滿意

等各個變項；並以AMOS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研究統計分析，檢視各構面之χ²/df、

RMR、RMSEA、GFI、IFI、AGFI等配適度指標。本研究模式的5個潛在變數與27

個觀察變數統計結果如表1。 

表1、各變項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 問項 Cronbach’s α χ²/df RMR GFI AGFI RMSEA 

認知衝突 5題 .827 2.470 .011 .980 .941 077 

非正式溝通 5題 .797 2.828 .012 .978 .934 .086 

LMX 7題 .863 1.306 .010 .979 .958 .035 

任務績效 4題 .843 1.501 .006 .988 .940 .064 

工作滿意 6題 .873 1.270 .011 .967 .923 .047 

 

由表1得知5個變項即認知衝突、非正式溝通、LMX、任務績效、工作滿意量

表之Cronbach’s α均達到0.7以上程度，代表具有信度(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5)，表列27個觀察變數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均大於0.5(達p<0.001顯著

水準)，收斂效度堪稱良好(Anderson & Gerbing, 1988)；另支持驗證性因素分析的

配適度指標，本研究5個變項的χ²/df值均達小於3之標準，RMR值均小於0.05之標

準， GFI值均達0.9以上之標準，AGFI值亦均大於0.8之標準值，RMSEA值均小於

0.08之標準，顯示本研究之量表具有一致性，所蒐集的資料具備良好的信度及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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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變數量測模式比較表 

模式 因子 χ² df χ²/df RMR GFI AGFI NFI RFI IFI RMSEA 

主
管 

Null 

model 

所有題項皆獨

立 
496.218 189 2.625 .102 .733 .674 .637 .596 .739 .115 

Baseline 

Model 
四因子 272.895 183 1.491 .021 .840 .798 .800 .771 .924 .063 

Model 1 

三因子認知衝

突非正式溝通

合併 

306.269 186 1.647 .023 .821 .777 .776 .747 .898 .073 

Model 2 

二因子認知衝

突非正式溝通

合併：LMX 任

務績效合併 

429.802 188 2.286 .028 .741 .681 .685 .649 .795 .103 

Model 3 
一因子所有四

因子合併 
448.694 189 2.374 .029 .732 .672 .672 .635 .779 .106 

部

屬 

Null 

model 

所有題項皆獨

立 
605.291 230 2.632 .128 .695 .634 .626 .589 .730 .116 

Baseline 

Model 
四因子 275.139 224 1.228 .019 .840 .803 .830 .808 .963 .043 

Model 1 

三因子認知衝

突非正式溝通

合併 

282.831 227 1.246 .018 .836 .800 .825 .805 .960 .045 

Model 2 

二因子認知衝

突非正式溝通

合併 LMX 工

作滿意合併 

310.013 229 1.354 .019 .818 .781 .809 .789 .942 .054 

Model 3 
一因子所有四

因子合併 
350.039 230 1.522 .021 .792 .750 .784 .762 .914 .065 

 

由於研究各變項間具概念性相關，驗證前先行檢測研究變項之因素結構，進

行量測檢驗模式。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來

檢視各個潛在構念彼此間的因素結構，為測試四因子模式之區別效度，本研究採

用四因子模式與其它各因子模式進行對比，如表2所示，主管問卷基準模式的四

因子模式(χ2= 272.895, df= 183, RMR= 0.021, RMSEA= 0.063, CFI= 0.840, AGFI= 

0.798, IFI= 0.924, NFI=0.800) 與部屬問卷基準模式的四因子模式(χ2= 275.139, 

df= 224, RMR= 0.019, RMSEA= 0.043, CFI= 0.840, AGFI= 0.803, IFI= 0.963, 

NFI=0.830)均提供最佳的配適度，顯示這上述潛在構念彼此間可相互區分；隨著

因子合併之減少，而χ2逐漸增加，可看出四因子模式到一因子模式產生較低配適

度。因此，本研究之區別效度獲證實。 

 

二、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取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其中兩個變項的相關程度通常依照相關

係數值的高低，可分為以下不同的相關程度：當絕對值小於0.3時為低度相關；絕

對值介於0.3~0.7之間為中度相關；絕對值在0.7以上為高度相關，茲將本研究各變

項間之相關份析結果呈現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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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研究變項各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工作年資 1.94 .780 1        

育程度 2.12 .528 -.062 1       

員工人數 2.02 .772 .057 -.047 1      

認知衝突 3.84 .470 .013 .176** -.068 1     

非正式溝通 3.89 .447 -.046 .099 -.042 .693** 1    

LMX 3.94 .432 .054 .058 -.055 .761** .651** 1   

任務績效 4.00 .439 .011 .103 .169 .479** .377** .467** 1  

工作滿意 3.87 .473 .034 .030 .012 .699** .697** .751** .a 1 

* p < 0.05; ** p < 0.01 

註: 工作年資、教育程度及單位內員工人數為控制變項 

 

從表3研究變項各構面之相關分析表及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認知衝突與非正式

溝通、LMX、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有顯著正相關；LMX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

有顯著正相關。這也說明了LMX可能存在著中介效果，而進一步對於主效果與中

介效果的驗證，將於階層迴歸分析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三、層級迴歸分析 

依據分析架構之先後順序，本研究採階層迴歸分析，以工作年資、教育程度

及單位內員工人數等控制變項做為自變項第一層，再逐層加入不同的主變項進行

階層控制，以了解每一階層對依變項的預測力和影響力。首先探討認知衝突對任

務績效及工作滿意之主效果的預測力，接著探討在此主效果中之LMX是否存在

著中介作用。欲檢驗中介效果需具備以下三項條件(Baron & Kenny, 1986)：首先

是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存在顯著關係；再檢測自變項與中介變項間存在顯著關係；

最後將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加入迴歸模型，中介變項的預測效果顯著，自變項

的預測效果會下降或消失。 

本節以迴歸分析做驗證，檢驗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主效果、認

知衝突與LMX的直接效果、LMX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直接效果、LMX是否

在認知衝突及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間扮演中介角色以及非正式溝通的調節效果，

驗證結果如下： 

(一)、認知衝突與LMX的直接效果 

由表4模式十可知，認知衝突顯著影響LMX(β=0.773, p<0.001)，惟研究假設

為負相關，因此，H1：認知衝突對LMX具負向影響不成立。 

(二)、LMX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直接效果 

由表4模式三可知，LMX顯著影響任務績效(β=0.495, p<0.001)，因此，H2：

LMX對任務績效具正向影響成立；由模式七可知，LMX顯著影響工作績效

(β=0.755, p<0.001)，因此，H3：LMX對工作滿意具正向影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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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MX之中介效果 

由表4模式二可知，認知衝突顯著影響任務績效(β=0.487, p<0.001)，符合中介

效果的第一個條件；同時，由模式十可知，認知衝突顯著影響LMX(β=0.773, 

p<0.001)，符合中介效果第二個條件；且於模式四可看出，同時置入認知衝突與

LMX變項後，認知衝突對任務績效的迴歸係數從0.487(p＜0.001)降為0.256(p＜

0.05)，LMX的預測效果則維持顯著(β=0.294, p<0.05)，符合中介效果的第三個條

件。由此可以判斷LMX對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具部分中介效果獲得支持。因此，

H4-1：LMX對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具中介效果成立。 

由表4模式六可知，認知衝突顯著影響工作滿意(β=0.714, p<0.001)，符合中介

效果的第一個條件；同時，由模式十可知，認知衝突顯著影響LMX(β=0.773, 

p<0.001)，符合中介效果第二個條件；且於模式八可看出，同時置入認知衝突與

LMX變項後，認知衝突對工作滿意的迴歸係數從0.714(p＜0.001)降為0.317(p＜

0.001)，LMX的預測效果則維持顯著(β=0.514, p<0.001)，符合中介效果的第三個

條件。由此可以判斷LMX對認知衝突與工作滿意具部分中介效果獲得支持。因此，

H4-2：LMX對認知衝突與工作滿意具中介效果成立。 

 

表4、迴歸係數分析表 

依變項 任務績效 工作滿意 LMX 

變項名稱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模式七 模式八 模式九 模式十 

控制變項           

工作年資 .004 .006 -.068 -.038 .042 .087 .050 .067 .061 .039 

教育程度 .103 -.007 .018 -.005 .039 .007 .077 .051 .059 -.077 

員工人數 .168 .184 .234 .215 .019 .092 .024 .055 -.056 -.008 

自變項           

認知衝突  
.487 

*** 
 

.256 

* 
 

.714 

*** 
 

.317 

*** 
 

.773 

*** 

中介變項           

LMX   
.495 

*** 

.294 

* 
  

.755 

*** 

.514 

*** 
  

F 值 1.616 
10.585 

*** 

11.013 

*** 

9.832 

*** 
.112 

29.831 

*** 

39.296 

*** 

36.961 

*** 
.792 

85.356 

*** 

R2 .039 
.264 

*** 

.272 

*** 

.296 

* 
.003 

.503 

*** 

.571 

*** 

.612 

*** 
.010 

.586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四)、非正式溝通的調節效果 

表5模式四顯示，交互作用（認知衝突*非正式溝通）呈顯著(β=2.798, p<0.001)，

R2為66.6%，非正式溝通在認知衝突與LMX間具有顯著調節效果，因此，H5：非

正式溝通對認知衝突與LMX具調節效果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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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階層迴歸分析：以非正式溝通為調節變項 

依變項 LMX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控制變項     

教育程度 -.011 .039 .040 .029 

服務年資 -.050 -.085 -.077 -.051 

員工人數 -.007 .072 .064 .064 

自變項     

認知衝突  .770*** .513*** -1.082* 

調節變項     

非正式溝通   .337*** -1.046 ** 

交互作用     

認知衝突*非正式溝通    2.798 *** 

 002 .585*** 634*** .666*** 

F值 .097 41.654*** 40.450*** 38.58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圖2為非正式溝通對認知衝突與LMX的調節作用，斜率(beta)在高、低兩種非

正式溝通皆為顯著正向，預測方向之於高非正式溝通具有較大值，對應在低非正

式溝通具有較小值，顯示LMX所對應交互項(認知衝突*非正式溝通)成顯著正向，

此與H5一致，此正說明在高非正式溝通時，認知衝突對LMX具有較高的關係。

然而，高非正式溝通的組織成員，認知衝突對LMX的影響力顯然高於低非正式溝

通的組織成員。 

 

 

圖2  非正式溝通對認知衝突與LMX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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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與運用 

一、研究結果 

(一)、認知衝突與LMX的直接關聯：研究結果發現，認知衝突與LMX有顯著的關

聯性，推論認知衝突會造成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負向影響，惟資料顯示為正向影

響，故H1不成立， 

(二)、LMX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的直接關聯：研究結果證明，LMX與任務績效

及工作滿意均有顯著正向關聯，故H2及H3均成立，也驗證了LMX是工作績效的

前因 

(三)、LMX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驗證了LMX會中介認知衝突與工作績效的正向

關係，LMX在衝突與工作績效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H4-1及H4-2均成立。這代表

了認知衝突與工作績效間的關聯，可以透過LMX來影響。 

(四)、非正式溝通的調節效果：本研究發現，非正式溝通在認知衝突與LMX的調

節效果中，對認知衝突與LMX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故H5成立，而在過去的研

究中鮮少以非正式溝通做分析，本研究加入非正式溝通做為認知衝突與LMX的

調節變項，來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討論 

本研究有關認知衝突係為主管與部屬間因認知差距所衍生的衝突，對LMX

有顯著的影響，認知差距係個人內在因素差異、與生俱來的性格、家庭、學校與

工作等環境影響所致，並隨著工作技能與經驗累積，職場環境、同事互動與主管

的對待累積許多自己的看法。而主管同時面對不同部屬，無法做到全面性一視同

仁與公平。隨著公務體係政策持續推行與員工的工作經驗累積，部屬對於主管與

所負責事務的看法亦將更為多元。然衝突之影響從負面觀點認為應積極避免發生，

漸次演進到衝突具有正面效應，認為衝突亦可主動發掘組織所具有的潛在問題，

增進組織及成員工作績效，故衝突無可避免，除承認衝突之存在，甚至相當程度

應鼓勵衝突，以活化組織動能鼓舞員工士氣。 

本研究以認知衝突對LMX具負向影響，惟變項數據呈現正向影響，其推論可

能資料來源同為公務行政機關，執行業務均「依法行政」；又公務人員往往秉持

「服從」意念，上級指示之合法範籌，均依指示辦理，故主管與部屬衝突相對降

低，致負面效果不顯著。 

探討認知衝突與LMX及工作績效之影響，認知差異的成因為衝突之起因，究

竟係認知差異先造成衝突導致績效與滿意度不彰；亦LMX早已形成且直接影響工作

績效與滿意度，或研究假設雖僅驗證LMX能與對主管之衝突所造成的影響，究竟該

因素直接影響了績效與滿意度，或是該因素早已潛藏了衝突的因子，只是領導者或

管理者尚未察覺，甚至有些時候連部屬亦未知覺，待彼此意識到認知的差距時，衝

突的發生往往已經無法避免。本研究探討LMX對認知衝突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具

中介效果，實證得知LMX與任務績效及工作滿意均有顯著正向關聯，驗證主管與部

屬交換關係確實能有效抑制衝突,同時提升工作績效及員工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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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意涵 

「最遠的距離是認知差異，最近的接觸是溝通」，認知不同易形成衝突的起

因，溝通成效之良窳牽繫主管與部屬的團隊氛圍及組織效能。溝通為組織行為之

一，學者們多著重在正式溝通，顯少論及非正式溝通，然非正式溝通對組織內部

成員的影響力實不容小覷。衝突未發生前即能有效防範，是管理者必須注意的議

題，衝突也並非全然造成破壞性的負面效果，相對的，衝突也能為團隊帶來建設

性影響，使組織能更應正視浮現的問題、提供更多自發性與更深層的解決方案，

創造共同解決問題的合作環境。 

主管與部屬在諸多事項上不一定持有共同的觀點，導致彼此常產生認知上的

差異。主管與部屬價值觀差距愈大時，部屬對組織的滿足感、利他行為、承諾感

及順從行為就愈低，對組織效能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兩者在互動時的行為、感受

及認知同樣會影響到部屬的工作績效（Liden & Graen 1980）。主管與部屬間的關

係、認知及衝突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工作績效與滿意度，尤其當兩者的衝突在管

理過程中持續不規律且無法預期衝突的發生時，管理者即須認真思考如何有效處

理衝突，將其轉化以能提升整體工作績效，同時凝聚主管與團隊成員間的共識。

另外衝突常會導致團體成員處於負面情緒狀態，妨礙團體成員對訊息的處理能力，

並進而影響了工作績效的表現。如何將衝突的正面意義充分展現，並避免因衝突

發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實為管理者重要的課題；過於激烈衝突，將損害組織績

效，衝突既然無可避免，我們希望能瞭解衝突發生的原因，及如何減少衝突、降

低影響程度，並在衝突發生時能適時的面對與解決。主管與部屬間平時更應建立

良性的互動關係與多重溝通管道，在衝突發生時能適當運用衝突管理策略，以期

達到最終組織效能及工作績效與滿意度的改善。 

缺乏溝通的組織，將會陷於癱瘓，運作困難，衝突的結果和溝通方式的選擇

有關 (Maruping & Agarwal, 2004)，在組織中，可能因為溝通管道的不足或是目

標不明確及溝通訊息遭到扭曲等，導致衝突的情況不斷發生，影響組織的效能，

甚至導致組織的分裂；在衝突歷程中，溝通的方式往往影響衝突是否可以順利解

決的重要關鍵，部屬對工作的不滿，組織內部應有暢通的溝通管道可以自由表達，

以非正式溝通方式包含透過閒聊、餐敘或聚會等進行意見交換及維繫團隊內的情

感；私下談論傳聞的訊息與事實相符；透過私下意見溝通的方式達成共識；再者

分享非語言和高度情緒表達的溝通內容可促進積極討論等溝通媒介與方式。研究

結果認為越來越多溝通訊息傳遞可透過非正式管道輔助「正式溝通」之不足，減

低組織成員的許多衝突，提升組織的工作績效及工作滿意。因此有效的溝通模式

是促使組織衝突化解的最佳利器，如何在衝突對立產生的情境下，透過正式及非

正式溝通模式與雙方的回饋，調節並降低高、低品質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所生成

的衝突類型，藉由以提升工作績效。 

  



第233頁_論文發表     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2015.10.15·台北)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除了依循原定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進行外，也持守學術研究的精神

進行論文的蒐集與分析，但研究過程中仍有其限制，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限制進

行討論及建議如下： 

研究對象的限制：本研究針對公務機關行政單位之主管與部屬採用配對方式

進行問卷測量，在發放過程中樣本的多樣性不足，較會產生抽樣誤差，可能會造

成樣本在某些特性較為類似，且變數資料均來自同一來源，仍然可能發生共同方

法變異（Common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且無法接觸到其他潛在樣本，

因此本研究結果不一定適用於所有類型的組織成員，未來研究試圖從不同的來源

處例如私人機構、不同職場、不同領域等分別蒐集不同變數的資料，以避免同源

性偏差。 

問卷發放建議：問卷以郵寄之方式，因主管與部屬均須填答問卷，雖是分列

發放填答，但主管(或部屬)約略知道該相對之問卷填答對象，故於塡答時趨向保

守之立場，且較不願對負面之問項作出正確的標示，致影響研究各變項數據。未

來建議在問卷發放可採個別郵寄、匿名填答及自行封存寄送；問卷設計方面，亦

可考量採用負向構面，可先以正面問項進行問卷，再以統計軟體中轉換並重新編

碼。 

研究工具的限制：本研究之變項皆採用具良好信、效度的成熟問卷，因測量

對象較為雷同，其因果關係上的推論可能較為薄弱，爰將自變項、調節變項與依

變項的量測分卷填寫，對組織成員以主管問卷及部屬問卷分別量測，並以「上評

下」、「主自評」及「下自評」、「部自評」的問卷分別評量，以減少潛在來源偏誤。

在問卷編排方面採各變項分卷作答，並在問卷說明強調匿名。 

配對樣本回收的困難性：對偶配對問卷調查並無針對長期時間變化進行探討，

可能導致因果混淆的問題，問卷設計以衝突及非正式溝通為同一卷、LMX與工作

績效為一卷，因無考量時間序列，在同時段衝突溝通無法同時形成，通常以衝突

發生一段時間，在聯繫溝通的過程中，形成溝通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抱持之假

定，仍符合現有的研究，但為求嚴謹，建議後續研究進行縱貫面研究，以分段跨

期調查其結果應更加顯著。 

變項因果的推論：主管與部屬兩者認知程度的差異，導致衝突情境發生，本

研究以衝突發生為前因，以溝通為調節，然實務面是先有衝突，亦或溝通過程延

續衝突加劇，衝突溝通循環因果關係仍存在相當程度的差距，致進行資料分析時

可能會發生相互影響而使重要性遭削弱的情形，影響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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